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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普及,“双碳”目标、共同富裕等国策对企业经营提出新要求。 利益相关者

对企业经营和发展起到愈发关键的作用,继而对当下企业领导者们的认知和领导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过去研究关注利益相关

者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而对个体层面的机制研究相对匮乏。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以 63 名企业高层管理者与 225 名直接

下级的匹配样本,探讨企业高管的利益相关者导向如何影响下属行为。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能够通过激发

下级管理者的亲社会动机,从而促使下属表现出责任型领导行为和责任式创新行为;感知领导真实性调节了利益相关者导向与

下属亲社会动机的关系,以及利益相关者导向通过下属亲社会动机对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及责任式创新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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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利益相关者被界定为“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

人” [1] 。 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日益普及,企业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利益相关者在企业领导者决

策中的重要性逐渐增长,Tsui[2]提出做负责任领导力研究的重要价值。 同时,随着社会形势变化,商业环境

的不确定性增加,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构建良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企业,在危机和变革环境中表现出更高

的适应性,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带来现实改善。 最后,伴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的演进,商业透明

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影响力愈发增强,企业违背利益相关者期望的风险水平不断提高。 2019 年 8 月,包括苹

果公司、亚马逊公司等 181 家美国顶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共同签署《公司宗旨宣言书》并声明:“股东利益已

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3] 。 在我国,同样强调企业应是

存在于社会的企业,真诚回报社会、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 深刻揭示出新时

代背景下企业、企业家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共生共荣关系。
利益相关者导向(也有研究称之为社会责任导向),意指企业管理者在做出关键决策中考虑广泛利益相

关者的程度,包含领导者对于公司目的、利益相关者合法性、责任内涵的理解[4] ,对于领导者能否以及履责

程度具有预测作用。 过去研究多基于组织管理情境下探讨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于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
例如,Harrison 等[5]具体阐释了企业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机制,尚洪涛和吴桐[6] 发现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积极影响,陈煦江和刘婷婷[7] 提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的长期协同促

进,杨睿博等[8]发现企业 ESG 表现对于财务绩效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而个体层面的研究相对缺乏,利益相

关者导向对员工行为影响的微观机制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探讨[9] 。
具体而言,本文关注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及创新的影响。 随着近年来“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普及,面向利益相关者的创新成为商业讨论的一个新热点,例如绿色创新的相关研究近年来井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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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10] 。 责任式创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的概念源于欧盟“地平线 2020 框架计划”,强调“研究与创新必

须有效反映社会需求与社会意愿,反射社会价值与责任,形成共同期望的社会价值” [11-12] 。 这一概念近年来

被引入个体行为研究之中,界定为组织内部员工及管理者采取的以满足广泛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创新行

为[13] 。 责任式创新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受到实践界的高度重视。 例如,伊利集团推行安慕希助

农计划等,结合社会需求进行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从而激发了伊利内部的发展活力、找到新的商业增长

点。 过去研究中,从外部控制视角[14] ,戴万亮等[13]提出上级责任型领导通过关怀型伦理氛围从而提高员工

的责任式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 由于创新行为高度依赖于个体的内部动机,本研究从发挥个体能动性的视

角,进一步探究激励下属责任式创新的过程。
责任型领导指“一种与组织内外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培养和维持相互信任关系的艺术和能力,以及共同

协作的责任行为,其目的是实现有意义的、共有的商业愿景” [15] ,组织内部更多的责任型领导行为,有利于营

造亲社会、共赢的组织文化,从而推动一个负责任组织的建立,对社会进步起到积极影响。 过去研究表明,上级

是下属在工作场合的重要榜样,下属会对上级的观念、行为进行模仿,其中下属模仿意愿受到对领导感知的影

响[16] ,尤其是感知真实性[17] ,本文基于下属动机、感知探讨这一传递过程。 综上,本文探讨并检验了高管利益

相关者导向如何影响下属的责任型领导行为、责任式创新的具体机制,提出并检验了亲社会动机的中介作用以

及领导真实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对于探索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微观影响机制具有启发价值。 同时,本文将研

究层次构建在企业高层管理者层面,从而更加贴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及责任型领导的理论内涵。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学习理论

Bandura[18]提出“社会学习是指通过体会、理解和反映社会环境中的行为线索,来加强相关能力的过程,
人们能够在观察、了解和模仿他人中使自身的行为发生改变”。 社会学习理论是研究上下级关系的重要理

论基础之一。 例如,Brown 和 Harrison[19]以社会学习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伦理型领导的概念维度及测量。 过去

研究表明,伦理型领导能够通过组织的道德氛围和心理安全机制,提高下属在工作场合的表现[20] ,并有利于员

工创造力的提升[21] 。 总体而言,领导是下属在工作场合观察学习的重要榜样,通过以身作则、愿景描述等方式,
领导者将道德信息传递给员工,从而帮助员工获取组织内部的道德认知、做出道德判断、并据此构建自我评价

的道德标准,下级通过对自身类似行为的结果预期和自我评价,以及其他员工做出类似行为后受到的奖惩继而

调节自己的态度和行为[22] 。 社会学习的理论角度,有利于更好地阐释上级表现通过观察学习,激发下属的工

作动机和行为的过程。
(二)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

社会学习理论提出,下属可以通过观察和模仿领导者来形成和发展自己的行为风格[23] 。 领导者在工作

场合处于权力结构的高位,对下属具有较为关键的影响,因此上级的态度、言语和行为往往受到下级的高度

关注,并有较大可能被下级观察、学习和模仿[24-25] 。 具体而言,一方面,上级的言行通常被认为代表更高层

级甚至组织的意愿,下级更容易将其观念识别为受到组织认可、推崇的,因此更倾向于在行动中予以体现和

模仿;另一方面,层级较高的领导(如高层领导)在组织中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分配权[26] ,能够对下属的工作

完成情况和绩效结果进行评估、做出奖惩,甚至决定下属的晋升和去留[27] ,下属管理者有较高程度的动机观

察学习高层级领导的态度、倾向,表现出相类似或相一致的行为方式,从而获得上级的支持和认可。 因此,
当高层领导表现出对广泛利益相关群体的关切,中层领导也很有可能进行观察、学习和模仿,投之以相似的

关注与行动。 另外,当高层领导表现出利益相关者导向时,其表现出的战略眼光、优秀品格有助于赢得下属

管理者的认可与信任,激励下属管理者学习模仿其言行,相应表现出责任型领导行为。 实证研究也表明中

层责任型领导行为能够中介上级责任型领导行为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相关关系[28] 。
基于此,提出假设:
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正相关(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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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责任式创新

领导者为下属创新提供激励和榜样示范[29] 。 首先,具有利益相关者导向的管理者更加关注利益相关群

体的诉求,下属在工作中进行观察和榜样学习,从而在工作互动中融入对利益相关群体诉求的思考,下属从

不同视角看待工作要求,寻找与利益相关者共赢发展的新思路,并从中识别新的项目、机会和商业模式[30] 。
其次,领导力相关研究表明,当下属感知到上级关心他人(如员工、社区等)的程度超过关心上级自身时,会
对上级产生更高的评价和认知,增加下属对其的认同感及工作动力[31] 。 利益相关者导向的领导者所具备的

良好道德操守、长远战略眼光和社会担当精神,能够提高下属对其的尊重和精神认同,以及对自身工作的意

义感知,从而提高其工作的内在动机[32] ,更多主动自发地思考,面向利益相关群体的诉求进行更多的创新行

为。 最后,领导者促使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决策过程之中[33] ,这一过程中,下属更加了解利益相关群体

的诉求,并且得以从各种不同的视角看待决策,更加全面地思考工作问题,利益相关群体的参与也带来了更

丰富的信息,这些都为下属带来创新所需的更多资源,有利于提高下属的创新表现。 肖小虹等[34] 研究发现,
利益相关者环保导向对绿色创新行为有积极影响。 Bacq 等[35] 提出利益相关者参与对于企业负责任创新具

有显著积极影响。
基于此,提出假设:
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责任式创新正相关(H2)。
(四)亲社会动机的中介作用

Baron[36]提出动机是影响领导者社会责任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亲社会动机意指“出于对他人的关切

而付出努力的意愿” [37] ,作为激发下属积极行为的主要动机类型之一,亲社会动机在组织情境中发挥重要作

用。 具有亲社会动机的个体往往会更多地考虑他人利益,具有更高水平的奉献精神和使命感,从而在行为

中更多考虑他人的利益[38-39] 。
在过去组织领域的研究中,亲社会动机被认为是一种状态或特质,会随着组织环境的变化得到激活、强

化或者削弱[39] 。 关系工作设计理论指出,工作重要性 ( task
 

significance) 和与受益人接触 ( contact
 

with
 

beneficiaries)会显著提高员工的亲社会动机[38] 。 一方面,领导者的利益相关者导向可以通过榜样学习(如德

行垂范)激发下级的亲社会动机。 过去研究表明,对美德的感知可以激活人们以亲社会方式行事的倾向[40] 。
追求共赢、关注广泛利益相关者诉求的领袖,能够激发下属对于组织美德的感知,从而对下属的亲社会动机

起到促进作用[41] 。 具体而言,上级具有利益相关者导向时,他们对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表现出重视和关心,这
也会影响下属对于其重要性的认知,促使下属在日常工作中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表现出责任型领

导行为;同时,下属对于责任型领导行为的认同程度提高,并将其接纳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即进行角色行为

的内化产生一种亲社会动机。 具备较高亲社会动机水平的下属管理者,他们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他人,深刻

意识到自身和外部环境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表现出更多的责任型领导行为。 实证研究表明,下属感知领

导的亲社会动机能够提高下属从事社会责任活动的意愿,从而激发下属参与更多社会责任活动[42] 。 另一方

面,特质的表达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43] ,责任型上级创造出更多与利益相关群体的接触机会,在行为和决

策中表现出对他们的重视和关心,这些使得下属在工作中增加了下属与利益相关群体(受益人)的互动和接

触,进而有助于激发下属的亲社会动机。 同时,员工是利益相关者重要组成部分,上级的利益相关者导向能

够使得下属感受到更多的重视和关怀,激励下属更加积极地与他人(组织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
产生更高的联系需求,提高下属的亲社会动机水平[44] 。

基于此,提出假设:
下属亲社会动机中介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的正相关关系(H3)。
过去元分析研究表明,亲社会动机能够提高下属的创造力水平[45] 。 下属的亲社会动机可以激发其主动

投入工作并进行创新的内在动力,具有亲社会动机的管理者能够超越小我,关注更广泛群体的福祉,为社会

和环境价值的实现付出努力。 过去研究表明,亲社会动机能够激发个体主动投入工作的意愿,从而在工作

中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主动性以及创造力[46-47] 。 也就是说,亲社会程度高的下属,更能够从利益相关者的角

度出发,对工作内容进行改进和创新,从而带来更高水平的责任式创新表现。 此外,责任型领导在关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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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实现时,也会对下属表现出关怀与负责,下属感受到来自领导的支持,作为反馈和回报,相应会表现

出超越自身利益的亲社会动机,促使其从事更多的角色外行为(如创新行为),以回报领导的支持与关

切[48] 。 刘振等[49]研究表明,亲社会动机对于领导者社会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积极影响。
基于此,提出假设:
下属亲社会动机中介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责任式创新的正相关关系(H4)。
(五)领导真实性的调节作用

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影响下属绩效的边界条件同样值得探索。 领导真实性被界定为一个人的内在自

我意识与外部表达之间一致性的主观感知[50] ,领导真实性被认为是“高度的自我感受及具有清晰自我概念,
并在言行中表现出一致性的程度” [51] 。 社会学习理论指出,下属对上级态度、行为的模仿意愿极大程度上受

到下属对领导感受的影响[23,52] 。 首先,下属感知的领导真实性能够通过提高对上级的认同程度、增加对上

级的信赖感、积极情绪以及社会交换,正向影响下属的态度和行为[16] ;其次,下属如何判断上级言语和行为

的意图,发自内心抑或只是一种印象整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下属看待利益相关者问题的态度、进一步影响

对相应行为的重视程度和模仿意愿[17] 。 过去研究表明,下属感知的企业履责的真实性对于其从事社会责任

相关活动的意愿和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对于强价值观导向的领导方式而言,真实性是具有重要影响的

边界机制[53] 。 具体而言,行为中表现出真实性的领导,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倡导会被下属感知为真实可

信的,从而提高下属对社会责任意义的感知,促使其亲社会动机的提高;相反地,缺乏真实性的领导者,其对

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重视会被认为是一种“表演”,为了营造某种外部形象等,因此下属并不会认真对待,也
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及亲社会动机水平,甚至可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54] 。

基于此,提出假设:
领导真实性调节了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亲社会动机的正相关关系,当感知领导真实性越高时,

该正向关系越强(H5)。
(六)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论述,下属亲社会动机在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责任式创新之间起到

中介作用(假设 3 和假设 4),同时,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亲社会动机之间的关系受到领导真实性的调

节作用(假设 5),这些假设进一步表明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55-56] 。 本文提出领导真实性对主效应的间

接调节机制。 具体来说,在领导真实性程度较高时,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于下属的亲社会动机产生较大

影响,因而显著提高了下属的责任型领导行为和责任式创新;然而,当下属感知到的领导真实性较低时,由
于责任型领导与下属的亲社会动机的关系被削弱,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与责任式创

新的效应更少通过亲社会动机来传导。
本文提出假设 6 和假设 7:
领导真实性正向调节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通过下属亲社会动机影响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的关系。 即

当领导真实性水平越高,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通过下属亲社会动机影响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的作用越强

(H6);
领导真实性正向调节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通过下属亲社会动机影响下属责任式创新的关系。 即当领

导真实性水平越高,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通过下属亲社会动机影响下属责任式创新的作用越强(H7)。
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Q1�,-�6�
 �/���

N�-��
��C�N�>�

��C����

图 1　 研究理论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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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及数据收集过程

本文的对象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包含首席执行官 CEO 在内)及向其汇报的直接下属。 由于样本获取

难度较大,借助高校的 EMBA ( 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课堂、 MBA (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课堂展开数据收集工作,采用结合纸质问卷和网络问卷的收集方式,邀请调查对象参与共计两轮

问卷调查。 为确保填答结果的真实性,采取完全匿名填答的形式,通过上级手机后五位号码进行问卷配对。 为

了提高被调查者参与的积极性,研究人员对每一位参与者提供基于个人问卷的反馈报告。
在第一轮调查中,研究人员在各项目中心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邀请 3 个班级上的 198 名高层管理者参与调

查研究。 研究人员首先详细说明了调查的整体形式、内容,并强调调查数据仅作为研究使用,会严格保密。 在高

管部分的调查结束后(第一天课程结束后),研究人员将问卷结果制作成为正式的纸质报告反馈给每一位参与者,
并在末尾邀请其参与后续的问卷调查工作,提供所有直接下属(管理人员)的邮箱联系方式。 最终共有 43 名企业

高管自愿参与调查,并提供了 146 名下属的邮箱地址,参与率为 53. 5%。 研究人员共计发出 198 份纸质问卷,回收

43 份,回收率为 21. 7%。 在第二轮调查中,研究人员依据上轮高管提供的下属名单,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邀请(参
与过第一轮调查的)高管的 146 名直接下属填写网上调查问卷,在邀请邮件中,研究团队附上了专门制作的问卷填

写说明视频,以提高问卷的回应率和填答质量。 共发出 146 份下属问卷,回收 112 份,回收率为 76. 7%。 完成整体

数据匹配后,得到高管与直接下属(管理者)的有效匹配数据共计 43 套,回收率为 45. 1%。
最后,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研究人员定向与来自不同行业的 23 名高管及其下属分别取得联系,进

一步进行样本补充。 整个样本收集过程共历时 7 个月,在去除上级与下属无法匹配的问卷后(高管或其下

属未完成调查),最终数据样本包括 63 名高层管理人员及对应 225 位直接下属,总体回收率为 25. 6%。 T 检

验结果表明,参与者与未参与者之间在班级、年龄、性别、所处行业、公司性质、公司规模等方面并无显著差

异(P>0. 05),样本损失具有随机性。 样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基本信息表

背景信息 类别
样本数 占比(%)

高管 下属 高管 下属

性别
男 40 121 63. 5 53. 8
女 23 104 36. 5 46. 2

年龄

30 岁及以下 4 69 6. 3 30. 4
31 ~ 40 岁 17 110 27. 0 49. 1
41 ~ 50 岁 36 42 54. 2 19. 1
51 ~ 60 岁 6 4 9. 5 1. 8

任职时间

1 年及以下 9 21 14. 3 8. 9
1 ~ 5 年 24 124 38. 1 55. 4
6~ 10 年 16 60 25. 4 26. 7

10 年以上 14 20 22. 2 8. 9

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下 1 16 1. 6 7. 1
本科 18 118 28. 6 52. 4

硕士及以上 44 91 69. 8 40. 4

(二)测量工具

本文采用管理学研究领域内成熟的研究量表对变量进行测量。 采用 Brislin[57] 提出的“翻译-回译”程

序,由研究者首先对所使用的英文量表进行翻译,并由 1 名管理学博士承担整体回译。 最终由 1 名具有英语

专业背景的博士生通过两个版本的对比,对中文表述进行调整以确保语意表达准确。 本文测量均采取李克

特 7 点计分。
(1)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 使用 De

 

Luque 等[58]编制的量表测量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 共计 5 个条目,
由高管进行自我评价。 高管分别评价在作出关键管理决策时以下因素的重要程度,测量题项为“对员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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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员工福利、安全、工作条件)的影响”“对员工职业成长与发展的影响”“对环境的影响”“对当地社区的影

响”“对客户满意度的影响”。 该测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即 Cronbach
 

α)为 0. 89。
(2)领导真实性。 本文改编自 Neider 和 Schriesheim[51]编制的量表来测量领导真实性。 共计 4 个条目,

由下属对感知到的领导真实性做出评价,变量构建在个体层面。 测量条目示例为“我的上级在他 / 她的信念

和行动之间表现出一致性”等。 该量表 Cronbach
 

α 为 0. 94。
(3)下属亲社会动机。 本文采取 Grant[37]编制的量表测量下属的亲社会动机。 共计 4 个条目,由下属进

行自我评价。 测量条目示例为“本公司的存在对他人和社会起到积极影响对我来说很重要” 等。 该量表

Cronbach
 

α 为 0. 91。
(4)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 本文采取 Voegtlin[30]编制的量表测量下属的责任型领导行为。 共计 5 个条

目,由下属进行自我评价。 测量条目示例为“我会在决策前权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等。 该量表

Cronbach
 

α 为 0. 85。
(5)下属责任式创新。 借鉴 Scott 等[59] 关于创新行为的量表,测量下属的责任式创新表现[13] 。 共计 4

个条目,由下属进行自我评价。 测量条目示例为“我能够提出新的想法,以实现公司及其利益相关群体的共

赢”等。 该量表 Cronbach
 

α 值为 0. 88。
(6)控制变量。 过去研究表明,下属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任期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个体行为、绩

效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60] ,本文对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控制。
(三)分析策略

本文使用问卷调查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因此进行假设检验时,首先对数据的信度与效度进行分析。 具

体而言,本文通过内部一致性信度、标准化因子载荷、校正条目相关(CITC)、平均方差析出量(AVE)、组合信

度(CR)等指标考察变量的信度;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AVE 平方根比较结果衡量变量的区分效度。
同时,由于包含嵌套数据,本文通过多层次线性回归法对文中涉及假设进行统计分析。 本文将高管利

益相关者导向设定为团队变量,将其他变量(下属感知的领导真实性、下属亲社会动机、责任型领导行为、责
任式创新)设为个体层面变量。 对于主效应假设,采用随机截距固定斜率模型进行检验[61] ;对于假设 2,使
用 Preacher 和 Selig(2012)提出的基于偏差校正的参数蒙特卡洛拔靴法(Monte

 

Carlo
 

Bootstrapping)检验多层

次中介效应[62] ;对于假设 3,本文进行多层次调节效应检验[63] ,并辅以简单斜率分析[64] ;对于假设 4,本文同

样使用偏差校正的参数蒙特卡洛拔靴法检验被中介的调节效应。

四、研究结果

(一)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

在信度方面,模型所有变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
 

α) 均超过 0. 70[65] ,标准化因子载荷超过

0. 50[66]
 

(标准化因子载荷理想标准为 0. 60,大于 0. 50 可以被接受),CITC 超过 0. 40[67](CITC 代表分析项之

间的相关系数,0. 60 为理想标准,大于 0. 40 可以被接受),AVE 值超过 0. 50[68] (AVE 代表平均提取方差值,
用以检验结构变量内部一致性。 AVE 理想标准为 0. 70,大于 0. 50 可以被接受),组合信度 (CR) 超过

0. 70[69] 。 综上,结合本研究变量均使用成熟量表检验,且样本量偏低,整体上的模型拟合度是可以被接受

的,表明本研究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模型拟合度。 本文所有变量的 AVE 平方值均大于相关系数,表明各

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70] 。 信效度的分析详细结果见表 2。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对变量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假设的五

因子模型各项指标能够满足最基本的拟合标准,整体上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卡方 χ2 = 391. 55,自由度 df = 199,
 

χ2 / df
 

= 1. 96<
 

3,比较拟合系数 CFI= 0. 92,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0. 08,标准化均方根误差 SRMR= 0. 06),且
显著优于四因子模型 a(卡方变化值 Δ= 61. 59,自由度变化值 Δdf = 4,显著性值 P<0. 001),四因子模型 b(Δ =
86. 87,Δdf= 4,P<0. 001),四因子模型 c(Δ = 155. 1,Δdf = 4,P<0. 001)和三因子模型(Δ = 258. 64,Δdf = 7,P<
0. 001)。 这些结果共同表明了本研究变量之间整体上能够有效区分,详细分析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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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测量条目 标准化因子载荷 CITC Cronbach
 

α CR AVE

利益相关者导向

RLO1 0. 86 0. 62
RLO2 0. 86 0. 57
RLO3 0. 72 0. 58
RLO4 0. 57 0. 45
RLO5 0. 76 0. 59

0. 89 0. 87 0. 58

领导真实性

AUTH1 0. 92 0. 53
AUTH2 0. 96 0. 49
AUTH3 0. 69 0. 60
AUTH4 0. 85 0. 51

0. 94 0. 91 0. 74

下属亲社会动机

PO1 0. 63 0. 74
PO2 0. 85 0. 71
PO3 0. 85 0. 73
PO4 0. 69 0. 73

0. 91 0. 84 0. 57

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

RL1 0. 70 0. 81
RL2 0. 55 0. 74
RL3 0. 54 0. 68
RL4 0. 89 0. 80
RL5 0. 84 0. 76

0. 85 0. 83 0. 51

下属责任式创新

INNO1 0. 60 0. 76
INNO2 0. 92 0. 76
INNO3 0. 74 0. 72
INNO4 0. 64 0. 70

0. 88 0. 80 0. 63

　 注:RLO 代指责任型领导导向;AUTH 代指领导真实性;PO 代指亲社会动机;RL 代指责任型领导行为;INNO 代指责任式创新。

表 3　 验证性因子结果分析(N=225)
模型 因子 χ2 df χ2 / df CFI TLI RMSEA SRMR

五因子模型 每个变量对应一个因子 391. 55 199. 00 1. 96 0. 92 0. 90 0. 08 0. 06

四因子模型 a 下属亲社会动机与下属责任
式创新合并

453. 14 203. 00 2. 23 0. 89 0. 87 0. 10 0. 07

四因子模型 b 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与责任
式创新合并

478. 42 203. 00 2. 35 0. 88 0. 86 0. 12 0. 07

四因子模型 c 下属亲社会动机与下属责任
型领导行为合并

546. 65 203. 00 2. 69 0. 85 0. 83 0. 14 0. 07

三因子模型
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与责任
式创新合并;领导真实性与下
属亲社会动机合并

650. 19 206. 00 3. 15 0. 80 0. 78 0. 16 0. 08

(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采用了多时点、多来源进行问卷调查设计以尽量减小共同方法偏差,但由于本文中的下属亲社会

动机、责任型领导行为及责任式创新均由下属自评,仍具有潜在的同源方法偏差风险。 基于此,采用单因子

方法进一步检验[71] 。 结果表明,本文的共同方法偏差因子对测量条目的解释率为 31. 03% (参照值为

40%)。 由此可见,本文不存在严重的同源方法偏差问题。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 4 汇报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结果,据表 4 可知,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亲社会动机显著正相关

(回归系数 b= 0. 22,
 

P<0. 01),下属亲社会动机与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显著正相关(b = 0. 41,
 

P<0. 01),下
属亲社会动机与下属责任式创新显著正相关(b= 0. 49,

 

P<0. 01),领导真实性与下属亲社会动机显著正相关

(b= 0. 52,
 

P<0. 01)。
(五)假设检验结果

由于本文采用嵌套数据结构,因此使用多层次线性回归的方法检验文中假设。 由模型 3(见表 5)结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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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 下属年龄 32. 70 7. 81
2. 下属性别 0. 54 0. 50 0. 19∗

3. 下属受教育程度 3. 34 0. 61 0. 09 -0. 03
4. 下属任期 4. 92 4. 27 0. 22∗∗ 0. 23∗∗ -0. 14∗

5. 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 5. 53 0. 91 0. 01 -0. 03 0. 13 0. 08 (0. 89)
6. 领导真实性 6. 21 0. 96 -0. 01 0. 10 0. 07 -0. 05 0. 06 (0. 94)
7. 下属亲社会动机 6. 30 0. 93 0. 07 0. 06 0. 16∗ -0. 01 0. 22∗∗ 0. 52∗∗ (0. 91)
8. 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 5. 63 1. 01 0. 17∗ 0. 04 0. 19∗∗ -0. 04 0. 14∗ 0. 34∗∗ 0. 41∗∗ (0. 85)
9. 下属责任式创新 5. 59 1. 22 0. 12 0. 16∗ 0. 18∗∗ 0. 03 0. 35∗∗ 0. 33∗∗ 0. 49∗∗ 0. 43∗∗ (0. 88)

　 注:∗表示 P<0. 05;
 ∗∗表示 P<0. 01,

 ∗∗∗表示 P<0. 001。

表 5　 多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亲社会动机 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 下属责任式创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个体层次

　 年龄 0. 01 0. 01 0. 02 0. 01
　 性别 0. 09 -0. 07 0. 01 0. 25∗

　 受教育程度 0. 17 0. 13 0. 15 0. 13
　 任期 0. 06 0. 06 -0. 02 -0. 01
　 下属亲社会动机(组均值中心化) 0. 21∗∗ 0. 26∗∗

　 领导真实性(组均值中心化) 0. 51∗∗

团队层次

　 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 0. 19∗ 0. 17∗ 0. 12 0. 05 0. 33∗∗ 0. 27∗

　 下属亲社会动机(组均值) 0. 38∗∗ 0. 49∗∗

　 领导真实性(组均值) 0. 44∗∗

　 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领导真实性(组均值) 0. 05
跨层次

　 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领导真实性(组均值中心化) 0. 15∗

　 总决定系数(R2 ) 0. 07 0. 34 0. 08 0. 22 0. 13 0. 30

　 注:N= 225;
 ∗表示 P<0. 05;

 ∗∗表示 P<0. 01,
 ∗∗∗表示 P<0. 001;

 

R2 为 pseudo-R2 ;
 

SO 代指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

知,将控制变量进行控制后,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下属责任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b = 0. 33,P<. 01),而
对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影响并不显著(b= 0. 12,

 

n. s,
 

n. s 代表
 

no
 

significance)。 由此,假设 1 未得到支持,
假设 2 得到支持。

本文采用 Zhang 等[62]提出的多层次中介检验方法(2-1-1 模型)验证假设 3 和假设 4。 按照 Zhang 等[62]

的建议,在假设检验前,本文对个体层次中介变量(亲社会动机)进行组均值中心化(group-mean
 

center)。 由

表 5 中的模型 1 可知,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正向显著影响下属亲社会动机(b = 0. 19,
 

P<0. 05);同时模型 3
显示,下属亲社会动机正向显著影响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b = 0. 21,

 

P<0. 01)。 因此,下属亲社会动机完全

中介了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的影响。 此外,偏差校正的拔靴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利

益相关者导向对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的间接效应为 0. 09,标准误为 0. 04,95%误差修正置信区间为[0. 03,
 

0. 19],未包含 0。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假设 3 得到支持。
依据表 5,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正向显著影响下属亲社会动机(b = 0. 19,

 

P<0. 05);下属亲社会动机正

向显著影响下属责任式创新(b= 0. 26,
 

P<0. 01),并且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对责任式创新行为的影响同样显

著(b= 0. 27,
 

P<0. 05)。 因此,下属亲社会动机部分中介了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下属责任式创新的影响。
此外,偏差校正的拔靴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下属责任式创新的间接效应为 0. 07,标准误为

0. 04,95%误差修正置信区间为[0. 01,0. 19],未包含 0。 因此,综合上述结果,假设 4 得到支持。
对于假设 5,本文使用多层次调节检验方法[1×(2-1)模型]进行检验[63] 。 其中,组均值反映了下属评

价领导真实性的平均水平;而组均值的中心化则能够体现下属的感知真实性差异。 由于本文关注在不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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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领导真实性的调节作用

属感知真实性差异下责任型领导影响机制的差异,因此在假设 5 检验

中,本文只关注领导真实性(组均值中心化)的跨层调节作用。 根据模

型 2(见表 5),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感知真实性(组均值中心化)的交

互项对下属亲社会动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b = 0. 15,
 

P<0. 05)。 本文

采用 Aiken 和 West[64]调节效应分析法,对领导真实性的均值分别加减

一个标准差,从而代表“高程度领导真实性”和“低程度领导真实性”,进
一步进行调节效应简单斜率分析。 结果表明(图 2),当领导真实性程度

高时,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下属亲社会动机的促进效应更强( b =
0. 28,

 

t= 3. 84,
 

P<0. 01);当领导真实性程度低时,两者的正向关系被

削弱(b= 0. 07,
 

t= 1. 27,
 

n. s)。 综上,假设 5 得到支持。 调节效应图详

见图 2。
为了检验不同领导真实性水平下,下属亲社会动机在高管利益相

关者导向与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间的间接效应,即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本文采用参数蒙特卡洛拔靴法

(Bootstrapping)进行分析。 根据表 6,当领导真实性水平为均值加一个标准差时,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下

属责任型领导行为的间接效应是显著的(间接效应 Indirect
 

effect= 0. 11,标准差 SE= 0. 05,95%误差修正置信

区间为[0. 03,
 

0. 22]),而当领导真实性水平为均值减去一个标准差时,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下属责任型

领导行为的间接效应是不显著的 ( Indirect
 

effect = 0. 03, SE = 0. 04,95% 误差修正置信区间为 [ - 0. 05,
 

0. 10])。 此外,被调节的中介效应为 0. 08,标准误为 0. 03,95%误差修正置信区间为[0. 02,
 

0. 13],未包含

0。 这些结果共同表明,在领导真实性较高的情况下,下属亲社会动机中介了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和下属责

任型领导行为的正向影响;而在领导真实性较低的情况下,中介效应不显著。 基于此,假设 6 得到支持。
同上,当领导真实性水平为均值加一个标准差时,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下属责任式创新的间接效应

显著( Indirect
 

effect= 0. 14,SE= 0. 06,95%误差修正置信区间为[0. 04,
 

0. 28]),而当领导真实性水平为均值

减去一个标准差时,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下属责任式创新的间接效应不显著( Indirect
 

effect = 0. 03,SE =
0. 05,95%误差修正置信区间为[ -0. 06,

 

0. 16])。 此外,被调节的中介效应为 0. 09,标准误为 0. 04,95%误

差修正置信区间为[0. 01,
 

0. 18],未包含 0。 这些结果共同表明,在领导真实性较高的情况下,下属亲社会

动机中介了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和下属责任式创新的积极影响;而在领导真实性较低的情况下,该间接效

应不显著。 基于此,假设 7 也得到支持。

表 6　 间接效应分析结果

结果变量 调节变量取值 间接效应 标准误差 95%置信区间

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

高领导真实性
(均值+1 个标准差) 0. 11 0. 05 [0. 03,

 

0. 22]

低领导真实性
(均值-1 个标准差) 0. 03 0. 4 [ -0. 05,

 

0. 10]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0. 08 0. 03 [0. 02,
 

0. 13]

下属责任式创新

高领导真实性
(均值+1 个标准差) 0. 14 0. 06 [0. 04,

 

0. 28]

低领导真实性
(均值-1 个标准差) 0. 03 0. 05 [ -0. 06,

 

0. 16]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0. 09 0. 04 [0. 01,
 

0. 18]

(六)补充分析

由于本文中亲社会动机的中介机制并不强烈,所以提出新的替代模型,首先尝试将下属的亲社会动机

作为个体特质控制起来,对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责任式创新的关系进行重新检验,
并观察领导真实性是否具有直接的调节效应。 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下属的亲社会动机后,领导真实性对高

管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的调节效应无法得到支持(b = 0. 07,
 

n. s),领导真实性对高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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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责任式创新的调节效应也不再显著(b = 0. 03,
 

n. s)。 此外,本研究尝试以亲社会动机

作为调节变量[72] ,检验亲社会动机是否作为调节变量对主效应产生显著影响。 结果表明,下属的亲社会动

机并未调节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的正相关关系(b = 0. 09,
 

n. s. ),同样并未调节高管

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责任式创新的正相关关系(b= 0. 02,
 

n. s)。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立足于企业高层管理者视角,本文揭示了上级利益相关者导向如何影响下属的责

任型领导行为及责任式创新的过程机制。 本文结果表明:①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下属责任式创新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②下属亲社会动机中介了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责任式创新的关系;③
领导真实性调节了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下属亲社会动机的正相关关系;④领导真实性正向调节了利益相

关者导向通过提高下属亲社会动机从而促进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责任式创新的作用机制。
具体而言,商业组织希望实现由表及里向可持续治理模式的深刻转型,离不开组织内个体的真正理解

和践行。 尤其是面向利益相关者的创新活动,更是高度依赖于下属的内在动机和主动精神。 本文采用定量

研究的方式,数据结果表明管理者的利益相关者导向可以在个体层面带来积极的行为绩效,这一过程依赖

于下级自身主观能动性即亲社会动机水平的激发。 同时,这一机制受到领导真实性的调节作用。 启示管理

者们在责任型领导这种强价值导向的情境下,只有发自内心关注利益相关者诉求的管理者,才能真正激发

和感染下属,提升亲社会动机水平,最终实现积极的行为结果。
(二)理论意义

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有三方面。 首先,本文丰富了利益相关者导向及理论在个体层面的研究应用。 过

去对于利益相关者导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组织层面,关注对于组织生存、发展的战略性影响[73] ,本文通过对

于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如何影响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以及责任式创新的探讨,揭示了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

影响下属行为的具体机制,丰富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个体层面的研究应用。 其次,本文提出亲社会动机的

中介作用,凸显了被领导者对于领导效能发挥的能动性,丰富了动机理论在责任型领导领域的研究成果。
过去研究表明,领导者能够有效影响被领导者,不仅取决于其主观意愿,更取决于被领导者的认知与态

度[74] 。 本文以下属亲社会动机为中介,从被领导者的视角解读责任型领导行为的形成机制,并检验了亲社

会动机对于责任型领导行为的前因作用。 最后,突出了下属的感知、解读对于其责任行为的重要影响。 以

往有关领导责任的研究,多从团队氛围、领导者特征等方面进行研究,较少考虑到下属对上级行为 / 动机的

解读、个体差异的影响。 追随力研究领域认为,下属对于领导的认知及评价直接影响领导与下属之间的互

动交流过程[75] 。 本文提出领导真实性对于高管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下属责任型领导行为及责任式创新的调

节作用,为理解领导责任在组织内部传导的边界机制提供新的见解。
(三)社会与实践意义

本文的结论对于管理实践主要有三点启发。 首先,详细研究了责任意识在组织中的传导机制,阐释了

高层管理者在何种条件下及如何激发下属采取责任型领导行为、进行更多责任式创新的过程,为管理者们

如何在组织内部推广责任型领导方式,培养更多的责任型领导提供启发和借鉴。 其次,由于亲社会动机水

平可以在组织环境下得以激发[37] ,这启示企业管理者们在实践中要重视以身作则,尤其是重视提高下属对

于工作意义和社会责任重要性的认知,积极创造和广泛利益相关者交流接触的机会,鼓励、培养和激发下属

的亲社会动机,以促进更多积极的下属行为。 本文启示在组织内部进行管理者的选拔、培养过程中,重视对

于下属的亲社会动机程度的考察。 例如,组织在进行人员任用和人才考核时,应当结合岗位需求、适当增加

对下属亲社会程度的考量,为员工的积极行为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最后,本文提出领导真实性的调节效

应,启发管理者们在关注和强调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时,做到言行一致并使得下属感知到真实性是非

常关键的,这是领导者的利益相关者导向得以最终带来积极结果的重要条件。 换言之,对于重视广泛利益

相关者关系的领导者而言,“知行合一”对于激发下属的积极动机(亲社会动机)并带来积极结果具有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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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四)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待于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 首先,本文的所有测量均来源于领导者或员

工自我汇报,可能存在偏差。 其次,尽管本研究从不同来源、不同时间进行调查工作,但本质仍属于一个横

截面研究,难以真正检验因果关系。 因此,未来可以采取情境实验的方式,对下属的亲社会动机进行操纵,
更好地验证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 最后,立足于高层管理者的利益相关者导向,但研究视角仍局限在企业

内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对于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如投资者、消费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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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stakeholders
 

play
 

an
 

increasingly
 

crucial
 

role
 

in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which
 

in
 

tur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leaders
 

cognition
 

and
 

leadership
 

style.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stakeholder
 

orientation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while
 

individual-level
 

research
 

is
 

relatively
 

scarce.
  

Based
 

on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
 

matched
 

sample
 

of
 

63
 

executives
 

and
 

their
 

225
 

direct
 

subordinates
 

were
 

used
 

to
 

explore
 

how
 

the
 

stakeholder
 

orientation
 

of
 

top-level
 

managers
 

affected
 

the
 

positive
 

behavior
 

of
 

subordinat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takeholder
 

orientation
 

of
 

superiors
 

can
 

stimulate
 

the
 

prosocial
 

motivation
 

of
 

subordinate
 

managers,
  

thereby
 

promoting
 

their
 

responsible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responsible
 

innovation.
  

And
 

perceived
 

authenticit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keholder
 

orientation
 

and
 

subordinate
 

prosocial
 

motivation,
  

as
 

well
 

as
 

the
 

indirect
 

impact
 

of
 

stakeholder
 

orientation
 

on
 

subordinates
 

responsible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responsible
 

innovation
 

through
 

subordinates
 

prosocial
 

motivation.
  

Keywords:
     

stakeholder
 

orientation;
  

responsible
 

leadership
 

behavior;
  

responsible
 

innovation;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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